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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区法院应以专门法院制度框架借壳上市
李  铮* 
【摘  要】跨区法院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设立，因此只有地方法院与专门法院两种制度框架可供
选择。相比于地方法院，专门法院更适合作为跨区法院设立的制度外壳。专门法院与跨区法院在设立目的
上具有一致性。目的一致性是制度契合性的前提和基础。专门法院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以
及在人事任免和负责制上的“省级统管”制度有利于跨区法院“去司法地方化”目的的达成。专门法院特
殊的审级制度有利于跨区法院统一法律适用目标的实现。专门法院特殊的监督制度有利于跨区法院强化
司法权内部监督目标的达成。
【关键词】跨行政区划法院；专门法院；地方各级法院；去司法地方化
以案件管辖为侧重点的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跨区法院）是解决多年来困扰我国司法审判地
方保护主义的重要改革。[1]然而 2018年宪法修正案并未涉及我国法院类型的修改，依然保持了最高人民法
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地方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专门法院）三种法院类型。若将跨
区法院设立为独立的法院类型，这在宪法中没有任何规范空间。“从宪法实施的角度看，任何改革都必须在
宪法轨道上进行，司法改革要设立跨区法院当然也不能逾越宪法设定的基本组织框架。”[2]在短期内宪法修
改并无可能的情况下，如果在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的基础上随意增设法院类型，既不利于司法改革朝着合宪
的方向前进，也不利于后续对跨区法院具体制度的建设。
根据宪法关于法院类型的规定，跨区法院的制度构建有两种可选择的方案，其一是采地方法院模式，
其二是采专门法院模式。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法院类型的构建不但要合乎宪法、组织法的相
关规则，而且要合乎其规范性期待。而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无论在制度规范上还是在功能指向上并不完
全一致。因此当采用不同法院模式构建跨区法院时，其适用的制度框架及最终的目的指向就会各有不同，
且由于二者的规范密度各有稀疏，在具体制度构建之时可供选择的制度空间也不相同。究竟采何种法院
模式，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其原因是相关研究脱离了宪法文本及相关制度的立法形成，缺乏对两
种类型法院在设立目的和制度体系上的对比分析。因此，“如果不以宪法价值和宪法规范为依据”，形成
贯通宪法条文的理论依据，“则很难形成令各方信服的共识”。[3]鉴于此，笔者将从宪法释义学的角度出发，
立足于宪法文本及专门法院制度的立法形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系统阐述专门法院的制度设置与设立目
的，并与地方法院进行对比，从而说明，无论在设立目的还是功能定位上，跨区法院都应当采取专门法院
的制度外壳。
* 厦门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1]　参见殷兴东：《司法体制改革“三大”误区及综合配套改革八个方向——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之一》，《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4 期。
[2]　翟国强：《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如何设立？——一个宪法解释学的视角》，《法商研究》2016 年第 5 期。
[3]　韩大元、于文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法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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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门法院与跨区法院设立目的的一致性
跨区法院究竟采专门法院模式还是地方法院模式，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从设立目的的对比分析开始。
因为目的一致性是制度趋同性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设立目的存在根本分野，那么围绕不同目的而进行的制
度构建也必然南辕北辙。下文首先梳理专门法院制度的宪法原意和专门法院制度立法形成 [4]对设立目的的
新发展，在此基础上将之与跨区法院的设立目的进行对比，并认为专门法院与跨区法院在设立目的上具有
一致性。
（一）设立专门法院的宪法原意
考察制宪者在制宪过程中有关设立专门法院的不同观点与讨论过程对确定专门法院制度的宪法原意
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笔者翻阅了相关制宪史料却未见任何记载。董必武、彭真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不
仅参与了我国宪法的制定过程，而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梳理相关历史文献，深入了解其对专门法院设
立目的的态度与立场对于理解专门法院制度的宪法原意同样重要，本文将之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1.打击犯罪促进经济发展。在 1949年至 1954年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处于复苏发展的重要阶段。
人民法院尤其是专门法院在这一时期承担着促进和保障经济建设的历史重任。我国专门法院最初就是建
立在油田、铁路、水运等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中，“这种法庭建立起来，首先就是要跟破坏经济建设
的犯罪分子作斗争，同时也要教育劳动人民遵守劳动纪律”，并“配合大规模经济建设，与不遵守劳动纪律
的现象作斗争”。[5]可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专门法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法院类型，其主要任务就是打击
犯罪，促进经济发展。
2.提高办案准确率，统一法律适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级法院三年多来在人少力弱、案件多和
法律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六千多审判员处理了六百多万的案件，其中绝大部分案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但据
司法改革运动中的检查和我们最近派出的五个调查组的调查，发现各地积案和错判案件十分惊人。……原
因是审判员少，质量较弱……针对以上问题，政法委报告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五）在工矿和铁路、航
运等方面建立专门法庭。拟重点试验，逐步推广”[6]。可见，人少案多造成的积案现象和审判人员质量较低造
成的错案现象是我国设立专门法院的重要原因。专门法院的设立，一方面增加了审判人员的数量，对案件
进行分流，解决积案问题；另一方面挑选一些高素质的审判人员专门审理特殊案件，从而提高了法院办理
专门案件的准确率，统一法律适用。
3.专属管辖特定案件。正如彭真在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中所说，“专门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应限于其
辖区内有关生产及劳动保护问题的案件，其他一般民刑案件，凡有普通法院的地方，仍由普通法院受理，以
免分散专门法庭的力量，致影响其主要任务的完成”。[7]申言之，将一些特殊类型案件的管辖从一般法院中
分离出来，划归为专门法院专属管辖，而其他一般案件则由地方法院管辖，二者分工明确，从而在我国形成
以普通法院为主体，以专门法院为补充的司法制度整体。[8]
[4]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方式设立了一系列专门法院，在专门法院组织法尚未出台之前，这些决定共同构成了我国专门法院
制度的立法形成，对今后各专门法院制度构建形成一定的规范约束，并为今后相关立法提供制度经验。除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
方式设立的专门法院外，其他专门法院的设立在合法性和合宪性上虽存一定纰漏，却为我国专门法院制度的立法形成提供可供参
考的制度范例，属于广义上的立法形成。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将之统称为专门法院制度的立法形成。
[5]　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78 页。
[6]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45 页。
[7]　参见《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1953 年 4 月 25 日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通过）。
[8]　参见陈斯喜、刘松山：《军事法院试办军内民事案件的批复违宪违法》，《法学》2001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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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门法院设立目的新发展
表 1  各专门法院的设立目的 [9]
法院类型 设立文件 时间 目的
① 海事法院 《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1984年
维护我国的和外国的企业、组织、公民的合法权益，
促进我国海上运输和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发展
② 兵团法院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设置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决定》
1998年
维护兵团和全疆的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加强民
族团结，巩固祖国边防
③ 知识产权法院
《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
院的决定》
2014年
提高知识产权审判水平，解决案件裁判标准不统一的
问题，依法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④ 金融法院 《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 2018年
推进国家金融战略实施，健全完善金融审判体系，营
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促进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
根据表 1对各类型专门法院设立目的梳理，可以发现传统型专门法院与新型专门法院设立目的的侧重
点各有不同。①②③④项作为传统类型的专门法院更加强调的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进而促进相关产
业的稳定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⑤⑥项作为新型专门法院更加关注的是通过审判水平的提高、审判
体系的完善来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
（三）跨区法院的设立目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十八届四中全会所作决定的说明中所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
和行政诉讼出现，跨行政区划乃至跨境案件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导致法院所在地有关部门和领
导越来越关注案件处理，甚至利用职权和关系插手案件处理，造成相关诉讼出现‘主客场’现象，不利于平
等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针对以上种种
问题，探索设立跨区法院“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
局”[10]。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分析，跨区法院的设立并不是要彻底颠覆我国诉讼管辖制度，而是对现有管辖制
度的有利补充，有利于排除地方党政机关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不当干预，突出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保
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申言之，设立跨区法院的目的就在于：
1.排除地方的不当干扰，破除司法地方化。跨区法院对具有特殊重大影响或涉及重大利益之争而易受
地方干扰的特定类型民商案件、行政案件及刑事案件等进行跨区划管辖 [11]，是“排除地方干预、维护司法公
正的必要举措”。[12]这是跨区法院设立的首要和核心价值目标，也是此次司法改革的总抓手。
2.确保法律的统一适用。为了应对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因产业结构调整、区域融合发展带来的大量跨
地区纠纷，跨区法院通过审理跨区重大案件，实现了区域间司法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并在区域协同发展中以
[9]　除铁路运输法院外，各专门法院的设立目的均是从各专门法院的设立文件中摘取。
[10]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28/c64094-
25926150.html，最后访问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23 日。
[11]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地方法院的管辖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跨行政区划”的属性，比如省高院是跨各地级市的行政区划进行案件
管辖，同样市中院是跨各区、县行政区划的。但是在我国“属地管辖”的司法管理体制之下，此种跨区划管辖并没有逃出同级政
府的行政辖区，仍然管辖的是同级政府行政区划内的案件。因此，本文所称跨行政区划法院是指其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划之间不
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跨越多个同级政府的行政辖区，管理其他辖区内的案件。以河南省为例，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可以
在郑州市中院、焦作市中院和洛阳市中院的基础上，跨行政区划管辖三个地级市内案件。
[12]　林默：《继续推进和创新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专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人民法治》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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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一体化为标准推动和保障中央战略部署的有效落实”[13]。因此“着力发挥跨行政区划法院在促进对法律
适用统一、确立裁判规则和引领社会价值等方面的作用”[14]成为其另一个设立目的。
3.强化司法权的内部监督。跨区法院的设立突破了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划在地域上的高度重合，使法院
得以审理不同地方的案件，有利于同级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互监督，因此在“整体上属于司法系统由内
而外、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其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司法权，有效监督制约司法权”[15]。强化司法权的内部监督
对跨区法院实现克服司法地方化、统一法律适用具有重大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强化司法权的自我监督既是
目的，同时也是前两个目的达成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从专门法院制度的立法形成中可以看出，随着专门法院制度的不断发展，立法者对设立专
门法院的宪法原意予以充分的尊重并进行了一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各专门法院更加注重对特
殊行业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保护相关产业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金融、知识产权及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新设立的各专门法
院更加注重对特殊类型案件进行集中管辖，突破金融、互联网及知识产权市场“全国化”与法院“地方化”
之间的矛盾与和冲突 [16]，从而达到克服司法地方化和统一裁判维度的目的。正如上文对跨区法院的分析中
所阐述的，从顶层设计角度分析，跨区法院的设立并不是要彻底颠覆我国诉讼管辖制度，而是对现有管辖制
度的有利补充，目的是强化对特定案件统一审理，排除地方的不当干扰，促进法律的统一适用，进而形成普
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区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其与专门法院对特殊案件进行专属管
辖进而达到统一法律适用的设立目的是一致的。
二、专门法院在破除司法组织地方化上的制度优势
上文对专门法院与跨区法院在设立目的上的一致性进行了论述。但目的一致性仅仅只是制度构建趋
同性的前提和基础，目的一致性与制度契合性的关系并不是自我证成的，而且纯粹目的性探讨必然充斥太
多的主观判断因素。因此在目的一致的前提下，为了保证论证客观性，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较之于采用地
方法院模式，采专门法院模式即用专门法院制度来构建跨区法院更有利于其设立目的的实现。设立跨区法
院的首要目的是排除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审理案件的不当干扰。因此本文首先从“去司法地方化”的角度，
论证专门法院制度在破除司法组织地方化方面的制度优势。
司法组织地方化的实质是“地方不当截流了原本应当由中央统一行使的司法权，从而妨碍了国家的法
制统一，影响了司法独立和公正”[17]，“法院的‘地方性’主要侧重于其人事、组织与责任制（统称为司法组
织）方面”[18]与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法院的地方性是司法权在国家主权范围内各地
域的一种结构性安排，司法组织的地方化是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将法律规则与地方性知识或要求相结合，以
突出地方性的特点来彰显和实现地方的更大利益。”因此可以说“法院地方化是其地方性的要求和能动表
现”[19]。而法院“地方性”产生的原因是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对地方法院的制度设置。具体而言，这种制度设
置体现在《宪法》第 3条第 3款的原则性规定和第 101条第 2款、第 104条及第 133条三项具体性规定中。
以上宪法条款对地方法院的制度设计构成了人民法院与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同级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
[13]　吴在存：《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17 年 3 月 29 日 008 版。
[14]　赵刚：《统一法律适用 维护社会公平——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18 年 3 月 9 日 006 版。
[15]　底高扬：《目标、限度与进路：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制度的宪法学思考》，《法商研究》2017 年第 1 期。
[16]　参见黄韬：《“全国”金融市场与“地方”法院——中国金融司法的央、地关系视角》，《法学评论》2016 年第 3 期。
[17]　陈文兴：《论司法权国家化——以治理司法权地方化为视角》，《河北法学》2007 年第 9 期。
[18]　王建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法学研究》2015 年第 4 期。
[19]　李小萍：《论法院的地方性》，《法学评论》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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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决定了“地方各级法院设置的依据就是地方性，地方性内在地弥漫于各级法院组织架构中”。[20]因此破除
司法组织的地方性是“去司法地方化”的前提与基础。
正如上文中所阐明的，司法组织的地方性表现为其在人事、组织和负责制上与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之
间的依附关系，而这种依附关系产生的基础是法院的司法管辖区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区的高度重合，从
而“为地方党政机关干涉司法职权的行使提供了制度土壤”[21]。因此下文从司法管辖区、人事任免和负责制
两个方面来阐述专门法院对法院司法组织地方性的突破。
（一）司法管辖区与行政区划相分离
表 2  各专门法院的管辖
管  辖
军事法院 跨行政区划管辖省内的军事案件，以属人管辖为原则，并兼顾其他涉密类案件①
铁路运输法院 管辖范围与其对应的铁路局保持一致，跨行政区划管辖铁路民事、刑事等案件②
林业法院 按照林区划分，管辖林区范围内的民事、刑事和行政等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划管辖③
海事法院 以水域、海域或者港口为主要标准跨行政区划管辖第一审海事和海上案件④
知识产权法院 跨行政区域管辖所在省（直辖市）的专利以及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一审民事、行政案件⑤
金融法院 跨行政区划管辖上海市内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二审及再审金融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⑥
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 年 8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53 次会
议通过）。
②参见陈卫东：《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改革研究》，《财经法学》2016 年第 6 期。
③参见《鹤立林区基层法院概况》，http://helilq.hljcourt.gov.cn/public/more.php?LocationID=0102000000，最后访问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6 日。关于林业法院的管辖规定未见相关文件的规定，且目前对于此种类型专门法院的研究也捉襟见肘，笔者仅在林区基层法院
鹤林区法院的官方网站中找到了相关的资料。
④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1984 年 11 月 14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⑤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⑥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2018 年 4 月 2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由表 2可见，与地方法院管辖范围与同级政府行政区划范围相重合不同，专门法院的管辖都具有跨行
政区划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其管辖案件的特殊性，从而天然地具有与行政辖区相分离的特质。专门法院
的此种特性从根本上剥离了法院对同级地方党政机关依附性产生的基础，从而为破除司法组织的地方性提
供了可能。
（二）专门法院在人事任免与负责制上的“省级统管”
表 3  专门法院人员任免与负责监督
兵团法院 海事法院 知产法院 金融法院
其他组成人员
新疆高院院长提请新疆人大常委
会任免①。基层法院高院分院任免
海事法院院长提请所在
地的市大会常委会任免
知识产权法院院长提请所
在地的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上海金融法院院长提请上
海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20]　同上注。
[21]　金鑫：《跨行政区划司法机关设置的改革：缘起、经验和实现》，《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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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兵团法院 海事法院 知产法院 金融法院
院长
新疆人大常委会任免②；基层法院
由高院分院任免
所在地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所在地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负责制
对所在地市人大常委会
负责
对所在地市人大常委会负
责并报告工作
对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负责
并报告工作
①包括新疆建设兵团分院和新疆建兵团中院。
②包括新津建设兵团分院长和新疆建设兵团中院院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这种宪法制度下，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相应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
它负责，受它监督，并相应行使各自权力，彼此之间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简称“人大产生一府一委两院”。
在《宪法》第 3条第 3款的原则性条款之下，《宪法》第 133条、第 101条、第 104条对地方法院的制度设
计便是对以上宪法原理的逻辑展开。宪法虽没有对专门法院是不是需要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进行规
制，但专门法院作为我国审判机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应受制于《宪法》第 3条第 3款的统辖而不
能例外。专门法院与地方法院不同，地方法院由于受到《宪法》第 3条、第 101条、第 104条、第 133条的
四重制约而产生了司法组织地方性的特质，在宪法价值笼罩之下的一般法律对其进行制度建构之时可选
择的空间就很小，因此跨区法院若采地方法院模式，在破除司法地方性上便会遇到制度障碍。相反，专门
法院虽然也受到第 3条制约，但是并未受到其他条款的约束，也就是说专门法院的审判人员由哪一级人大
或其常委会产生，对哪一级人大或其常委会负责，都可以进行较为自由的制度建构，而不存在上述制度障
碍。正如表 3所示，专门法院制度的立法形成正是利用这种制度空间对其司法组织的产生与负责制做出
不同于地方法院的制度安排，即在人事方面，作为中级人民法院的专门法院 [22]的组成人员在整体上由省人
大常委会进行任免。在负责制方面，专门法院在整体上对省人大常委会负责，受省人大常委会监督 [23]。可
见与地方法院在人事任免和责任制上与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一一对应而呈现出“同级统管”的制度设置不
同，专门法院整体上在人事任免及负责制上采“提级管理”，呈现出“省级统管”的制度特征。申言之，地
方法院“同级统管”制度成为司法地方化的产生根源，而专门法院“省级统管”制度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摆
脱了同级地方党政机关的束缚，破除了司法组织的地方性，为进一步破除司法组织的地方化提供了制度基
础。当然从表面上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这些专门法院设立在直辖市内而又是中级人民
法院的层级，由所在地的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就形成了“省级统管”的事实。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将大部分专门法院设立在直辖市而不是其他地级市，这种设计本身就是有意为之。且随着省以下
法院人财物统管司法改革的进行，“省级统管”定然成为未来法院制度设计的总体思路，其对于未来专门
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必然产生重要影响。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法院与同级人大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由于宪法规范密度之大以
至未留给法律以任何自主裁量的空间，致使其组织地方性作为地方法院的顽固属性始终存在。而专门法院
[22]　专门法院在审级架构上总体呈现出提级的趋势，即由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提级为中级法院一审，高级法院二审，具体
内容详见后文。
[23]　目前除军事法院和兵团法院外，各专门法院并没有高级法院的建制，但是完善专门法院的审判体系是未来司法改革的趋势。根
据《宪法》第 67 条第 12 项的规定，军事专门法院院长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那么将之作一般化
解释，专门高级法院院长则均应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同样呈现出“提级统管”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本文在后面会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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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政管辖区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和其在人事任免和负责制上的“省级统管”制度使其司法组织地方性不
断弱化，甚至有“脱钩”的态势，进而由司法组织地方性而带来的“司法地方化”势必会进一步削弱。因此
以专门法院此种制度来构建跨区法院，使跨区法院的组成人员均由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并对省人大常委会负
责，更有利于实现其去“司法地方化”目标。
三、专门法院在统一法律适用上的制度优势
设立跨区法院的第二个目的是实现区域间司法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司法一体
化。因此下文从目前我国审级制度存在的问题及专门法院特殊的审级制度对现有审级制度的突破，来阐述
专门法院相对于地方法院在统一裁判维度上的制度优势。
“审级制度构建的重要原理是合理配置在不同级别之间实现司法制度的公共目的与私人目的的分工，
从而形成职能分层的司法等级制以维护法律秩序。”[24]公共目的即服务于社会的法律适用的统一，私人目的
即服务于个人的纠纷解决。申言之，审级制度的构建就是在具体纠纷的妥善解决和抽象法律的统一适用之
间进行权衡与妥协，使级别越低的法院越注重具体案件的解决，级别越高的法院越注重法律的统一适用，实
现上下级法院间的职能分立和权力分层，最终通过审级制度达至维护裁判正义的目标。
表 4  各专门法院的审级
军事法院 铁路法院 林业法院 兵团法院 油田法院 海事法院 金融法院 知产法院
审级 三级法院建制
基层和中级两
级法院①
基层和中级
两级法院
三级法院
建制
基层和中级
两级法院
中级法院 中级法院 中级法院
①铁路运输法院始建于 1953 年，后国务院于 1957 年 8 月予以撤销。“十年动乱”后，1982 年铁路恢复设立，并采三级建制。
1987 年铁路运输高级法院撤销，仅保留基层和中级法院建制。——参见李敏：《专门法院的回归之路 访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相关负责
人》，《中国审判》2012 年第 3 期。
正如表 4所示，笔者通过统计整合自 1953年我国第一个专门法院建成以来所设立的各传统类型的专
门法院，得出以下数据：目前林区基层人民法院 37个，中级法院 4个；铁路运输基层法院 58个，中级法院
18个；油田基层法院 1个，中级法院 1个；兵团基层法院 29个，中级法院 13个，高级法院 1个；农垦基层
法院 8个，中级法院 1个。这是我国传统类型上的专门法院，共 171个，其中基层法院 133个，占 77.7%，中
级法院 37个，占 21.6%，高级法院 1个，占 0.7%。[2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新设立的各专门法院中，海事法
院共 10个，审级全部为中级法院；知识产权法院 3个，审级全部为中级法院；金融法院一个，审级为中级法
院。可见新建专门法院全部为中级人民法院，占 100%。正如表 4所示，总体而言在我国专门法院制度的立
法形成中审级制度整体体现出提级的趋势，形成三级二审终审的特殊审级制度，即中级人民法院成为案件
的一审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成为案件的终审法院，并对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进行监督，承担审判
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专门法院此种特殊的审级制度优势在于：
（一）更广泛的统一法律适用
根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法院系统在纵向上基本形成了从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
民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四级审判体系。从级别管辖的规定来看，普通的民事、刑事等案件由基层人民法
院一审，中级、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案情的大小以及移送等情况审理特殊的一审案件。由此
[24]　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4 期。
[25]　以上资料来源于陈卫东教授在《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改革研究》一文中对各专门法院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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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法院形成了普通案件在基层法院审理，并最多经两级审理方使裁判发生法律效力的四级二审终审
制的审级制度。造成的结果是“终审法院太多是中级法院，全国四百多个中级法院在大多数案件中都有终
审的权力”[26]，这就使负有统一裁判维度职责的法院层级过低，以至于对省际之间同案异判现象的消除寸步
难行、束手无策 [27]，可见“把终审法院定在中级法院，法令适用的统一很难做到”[28]。申言之，将中级人民法
院作为绝大部分案件的终审法院，“与较高级别的法院负有统一裁判标准以消除同案异判的组织性法定责
任相背离”，因此“为做到同案同判，将特殊民事案件的一审管辖权统一上提一级更为可取。这样既可以充
分调动高级法院在消除同案异判中的积极性、自主性，又可行性很高的保证类似案件之裁判尺度的省域统
一”[29]。专门法院此种特殊审级制度，将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特殊类型案件的一审法院，突破了由组织法所确
立的基层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的制度障碍，进而使案件的终审法院从中级法院提级到高级法院，弥补了
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终审法院在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上影响范围过小的不足。
（二）更高效的统一法律适用
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行，诸如案件审批、案件汇报、审核裁判文书及发回重审的内部函等严重
违背我国上下级法院间审级独立原则的各项制度必然会被逐渐舍弃，各层级法院之间的独立性也会随之增
强，由此基层法院免受中级法院的干扰而独立审理案件自然也是题中之义。然而基层法院限于其抗拒地方
干扰能力不强、法官素质不高等原因，在独立处理案件过程中出现同案异判的概率便会大幅增加，“不仅无
法发挥事实审的功能，反而将事实误判的风险通过审级设置层层转移，使二审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都不
得不承担日益沉重的事实审查负担”。[30]而专门法院将一审审判权从基层法院提级到中级法院，利用中级
法院抗干扰能力较强，整体素质较高等优势改良一审审判质量，对案件进行彻底的事实审，定能减轻二审法
院的审理负担，使高级人民法院更加注重对法律适用的审查，避免分散过多的精力于事实审查，从而提高其
在统一法律适用上的效率。
（三）更专业的统一法律适用
许多国家对不同类型的案件规定不同的上诉程序，如对小额诉讼案件规定一审终审或有限的上诉制
度。[31]而我国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对所有案件都适用相同的审级制度，这就可能导致一些专业性极强的案件
仍由基层法院审理，如此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专门法院特殊的审级制度将海事案件、金融案件、
知识产权案件等特殊类型案件的一审法院由基层法院提级到中级法院，由此专门法院得以集中各中级法院
优质的司法资源，形成一支专业化的审判队伍，专门对一些特殊复杂的案件进行审理，从而确保裁判的准确
性，进一步提高裁判结果的一致性及可预见性。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地方法院审级制度呈现出形式单一和终审法院层级过低的问题，导致其不能满足
特殊案件对高效审判组织的要求以及无法充分发挥高级法院在统一裁判维度上的优势。而与地方法院相
比，专门法院制度的立法形成构建了一套特殊的三级二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从而使其在统一裁判维度上范
围更大、效率更高、专业性更强。由此若采用专门法院的审级制度构建跨区法院，使跨区法院的一审法院均
采中级法院建制，则更有利于其统一法律适用目的的达成。
[26]　李化祥：《中国审级制度发展的路径》，《甘肃社会科学》2011 年第 5 期。
[27]　参见刘加良：《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审级控制》，《当代法学》2012 年第 5 期。
[28]　同注 [26]，李化祥文。
[29]　同注 [27]，刘加良文。
[30]　陈瑞华：《论彻底的事实审——重构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的一种理论思路》，《中外法学》2013 年第 3 期。
[31]　参见章武生：《我国民事审级制度之重塑》，《中国法学》200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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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门法院在司法权内部监督上的制度优势
设立跨区法院的第三个目的是强化司法权的内部监督。强化司法机关内部的权力制约是促进法律统
一适用、克服司法地方化的重要手段。“最高法院监督”（即最高法院对地方法院及专门法院的监督）是我
国法院内部审判监督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最高法院监督比上级法院监督更能公开和处罚枉法或者错
误裁判”[32]，因此强化最高法院对地方法院及专门法院在法律适用及事实认定上的监督作用对加强司法权
内部监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对《宪法》第 67条第 12项的规范内涵进行解读，并以
此阐述专门法院在强化“最高法院监督”及最终在统一法律适用上较之于地方法院的制度优势。
（一）最高院对专门法院的特殊监督制度
我国 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及 1978年宪法均未对专门法院组成人员的产生进行任何规定，而是
将之交给法律。但是 1982年宪法创设性地在第 67条第 12项对专门法院院长的产生进行了专门规定，即“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而根
据《宪法》第 101条的规定，地方法院院长则是由地方各级人大选举产生。由此可见，作为专门法院的军事
法院与地方法院在院长的产生方式上存在根本不同。诚如翟国强教授所言“产生的方式主要包括选举和任
命两种”[33]，那么下面的问题是选举和任命之间有何差别呢？蔡定剑教授认为：选举是由享有选举权的机关
成员自行提出候选人，在选举时，代表对于多个候选人，可以同意，可以反对，也可以另选他人。而任免则
不同，批准任免是由享有提名权的人提出人选，然后再由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投票，在此过程中，代表对于被
提名的人只能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不能另选他人。因此产生形式的不同背后蕴含的却是享有提名权的人
对被提名人的一种政治决定权力。[34]
因此，根据《宪法》第 67条 12项的规定，任命或免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军事法院院长等人员的动
议权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35]，可见宪法此条款创设性的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对军事专门法院院长人选
的政治决定权力。由此，作为被决定的“下级”军事专门法院院长只有服从享有一定决定权的“上级”法院
的意志，契合它的态度，才能赢得个体的最优利益，[36]这就在最高人民法院与军事专门法院之间形成了类似
科层制中“领导”关系的另类监督关系。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国法院内部，院长与副院长和其他法院
组成人员之间有一定的行政关系”[37]，即法院院长对于法院组成人员“组阁权”式的政治控制权是实际存在
的。然而这种政治控制权力的边界是在同一法院内部，而不能蔓延至不同法院尤其是上下级法院之间。我
国《宪法》第 13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
审判工作。”本条款是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之间监督关系的规范依据。此种制度设计的目
的是使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关系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相区分。申言之，上下级法
院之间仅仅只是审级制度上的监督关系，而不存在工作上的垂直领导关系，因此上级法院不能对下级法院
的审判工作进行干涉，从而保障法院的审级独立，这也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应有之义。然而《宪法》第
67条第 12项在规范层面上似乎确认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军事专门法院的“领导”，这显然与第 132条所确立
的法院之间的“监督”关系不同。申言之，最高人民法院对专门法院的监督是通过对军事专门法院院长人
[32]　李可：《法院内部监督问题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4 年第 5 期。
[33]　同注 [2]，翟国强文。
[34]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14 页。
[35]　同注 [34]，蔡定剑书，第 338 页。
[36]　参见安晨曦：《最高人民法院如何统一法律适用——非正规释法技艺的考察》，《法律科学》2016 年第 3 期。
[37]　同注 [34]，蔡定剑书，第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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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政治决定权力展开，相比于地方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对专门法院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督方式。另外需要
注意的是，对第 67条第 12项中的“军事法院院长”应做缩小解释，即仅军事高级法院院长（解放军军事法
院院长）[38]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军事基层法院、军事中
级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的独立关系，避免因最高院对所有军事法院的“领导”而颠覆我国的审级独立
制度。
（二）专门法院特殊监督制度在强化法院内部监督、统一法律适用上的优势
虽然目前我国各类型专门法院中仅有军事法院、兵团法院存在高级法院的建制，但是未来统一的知识
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等各种类型的专门高级法院亦可能成为下一步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 [39]。在此种背景之
下，宪法中有关军事法院院长任免的规定就应当做一般化的解释，即所有的专门高级法院院长都应当由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名，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如此才能保证我国宪法规范的整体一致与逻辑自洽。由
此，军事专门法院在“最高院监督”方面形成的特殊监督制度得以成为专门法院制度的有机组成部门。
专门法院的特殊监督制度对实现跨区法院强化法院内部监督、统一法律适用具有巨大优势。正如上文
所述，相比于地方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对专门法院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监督方式，是一种类似于“领导”的特
殊监督。在各级法院差序格局的司法环境中、法官参差不齐的适法态度与偏好等困境下，最高人民法院总
是通过运用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司法会议治理和法律家撰文等多种技艺对法律进行解释，[40]将其权威性
的法律观点和认识传达给各级人民法院，在全国范围内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实现“同案同判”的司法正义
目标。而最高法院与专门高级法院之间类似“领导”关系的特殊监督关系，使作为“下级”的专门高级法院
为获得个体的最优利益，主动去迎合、认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律适用的理解与认识，配合专门法院
特殊的审级制度，将之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贯彻到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从而使最高院的各种技艺得以更
好地展现。由此，若以专门法院的另类监督制度来构建跨区法院，即跨区高级法院院长由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提请，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则更有利于强化最高人民法院对跨区法院的监督，并最终达到其统一法
律适用的目的。
结  语
跨区法院的设立模式究竟如何，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应采专门法院模式，有人认为应采地方法院模式，
然而其到底属于何种类型的法院，还有待于立法者进一步明确。如果采专门法院模式，那么会产生两个立
法义务。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完成法院组织法的立法委托，除了用决定的方式对专门法院制度进行
立法形成外，还要尽快出台专门法院组织法以进一步完善专门法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其二，立法者应
进一步通过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对跨行区划法院进行制度设计，在专门法院组织法尚未出台之前，
应充分尊重由专门法院制度宪法和专门法院制度的立法形成和所共同构成的专门法院制度规范体系，包括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对高级专门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权、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级设置、院长任免和负责监督的
“省级统管”等，并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对跨区法院制度进行进一步的细化。
[38]　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仅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高级法院）院长进行了任免。
[39]　参见黄明耀：《审级制度改革与法院制度改革的衔接研究》，《法律适用》2018 年第 15 期。
[40]　同注 [36]，安晨曦文。
论跨区法院应以专门法院制度框架借壳上市 理论探索
· 109 ·
On Trans-Regional Cour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rough 
Specialized Courts System Framework
Li Zheng
Abstract: Trans-Regional courts must be establish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therefore 
only the two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he local courts and the specialized courts, are available for selection. 
Compared with local courts, specialized courts are more suitable as system shells to establish trans-regional courts. 
Specialized courts and trans-regional courts are consistent in their purpose of setting up. Consistency of purpose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system fit. Jurisdiction of the specialized court system which is separated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the “provincial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personnel appointment and responsibility 
are conducive to the goal of “removing judicial localization”. The special trial level system of specialized courts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unified application of law of the cross-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s. The special 
supervision system of specialized courts is conducive to the cross-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s to strengthen the 
achievement of internal supervision objectives of judici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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